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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资本
与家庭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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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2016),利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方法(RIF),本文实

证检验了认知性、结构性两种形态的社会资本对收入差距的作用以及这种作用在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进

程中的变化,研究表明:(1)认知性和结构性社会资本均缓解了家庭收入差距,并利用无条件分位数回归

(UQR)稳健地证实了“社会资本是穷人的资本”这一假说;(2)随着政府治理水平提高,非正式制度范畴的

认知性和结构性社会资本嵌入正式制度之中,缓解家庭收入差距的作用进一步增强;(3)分析家庭不同收

入来源发现,认知性社会资本通过缓解工资性、经营性、转移性、财产性收入差距缩小家庭收入差距,结构

性社会资本则通过缓解工资性、转移性收入差距缩小家庭收入差距;(4)整体上,政府治理是缓解家庭收入

差距的积极动力,但却扩大了家庭转移性收入差距,出现了“使命漂移”的现象。因此,为了实现共同富裕,

应重视社会资本的培育和政府治理的正式制度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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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收入分配制度上升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使得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然而,当前我国收入差距仍在高位徘徊,基尼

系数超过0.4这一国际公认的收入差距“警戒线”[1]。人均年收入3万元的中国,仍有6亿人每个

月的收入为1000元①,收入分配领域的问题仍然不容忽视。事实上,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关键

在于解决发展的问题,而社会资本被视为发展中“缺失的链条”,是一种对于提高人们福利和促进

经济增长都非常重要的非正式力量。这种非正式力量的关系结构决定了认知性社会资本的特

征,并且对打破不同收入阶层的“锁定状态”十分重要。此外,结构性社会资本通过职业地位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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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识溢出和资源获取等渠道影响着家庭收入差距。在这样的背景下,内蕴于非正式制度和规

则的社会资本在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对收入分配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会随着治理能力的变

化发生怎样的变化? 以上问题还没有得到学者的足够重视,对以上问题的思考和回答也正是本

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所在。

中国是一个以亲缘、血缘和地缘构成的关系网络社会,“差序格局”是这个关系社会的显著特

征。被视为“穷人的资本”的社会资本,不仅仅是维持社会运转与协调利益冲突的一种非正式契

约,而且还是信息分享与资源配置的一种替代机制[2]。因此,必须要在社会关系网络的基础上对

收入分配、社会行动等问题进行分析[3]。遵循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学者们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

等方面探讨了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但从社会资本角度,既有研究仍未达成共识。更为重要的

是,与社会资本具有“共生关系”的政府治理还没有被很好地纳入社会资本与收入差距的研究范

畴,对于非正式制度范畴的社会资本在不同的政府治理水平中对家庭收入差距的作用,学界同样

缺少系统、准确的评价。理论上,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影响着社会的政治形态,政府有效地提

供基本公共服务,社会可以更平稳和谐地运转,有助于在社会中建立信任、规范和关系网络,从而

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相反,社会资本危机、广义信任缺位,会减少人民和社会对政府行动

和政策的支持,对政府治理现代化产生消极影响。基于此,本文将社会资本与政府治理纳入同一

分析框架,构建其影响家庭收入差距的作用机理,进而实证研究二者对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以及

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

与既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贡献在于:首先,在分析社会资本的核心特征与表征的基础上将政

府治理纳入社会资本与收入差距的分析框架,理解正式制度的完善对非正式制度范畴的社会资

本的影响。其次,运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较好地克服了内生性问题,并结合分位数回归证实了

“社会资本是穷人的资本”,使得研究结论更为稳健、可靠。再次,根据家庭的不同收入来源,研究

了社会资本与政府治理对家庭不同收入的收入差距的影响,有助于推进和完善影响收入差距的

理论机制。最后,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探讨政府、社会、家庭三者的制度安排,为政府在治理能力

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社会资本作用、改进收入分配政策提供实证依据。

二、文献回顾与内在机理

(一)社会资本与收入差距

“社会资本”对于劳动力流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早已得到公认,但社会资本的定义仍然存

在资源说、功能说、网络说等多种说法。经济学领域普遍认可的社会资本,是指能通过协调行动

来提高社会的信任、规范和关系网络[4],根据其不同的来源、动力和功能,可以划分为组织成员身

份、集体行动和制定政策的结构性社会资本,以及共享价值观、态度和信仰的认知性社会资本[5]。

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Lin揭示了社会资本引起收入不公的两种渠道:资本欠缺和回报欠缺[6]。

资本欠缺主要是不同的投资或机会导致的某一群体的资本在数量或者质量上的相对不足,回报

欠缺是指一定数量和质量的资本对于不同社会群体会产生不同的回报或结果。学者们普遍通过

这两种渠道考察社会资本影响收入差距的机制[7],这些研究的优点在于从社会资本存量和回报

率的角度检验了社会资本影响收入差距的作用差异,但未重点研究社会资本的各个维度影响收

入差距的作用机制,并且与社会资本紧密相关的政府治理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在已有的研究中,社会资本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的研究结论差异甚大。一部分学者认为社会

资本能够缓解收入差距,如 Knack利用跨国数据研究表明丰富的社会资本有利于改善收入分

配[8],这些研究大多采用宏观数据,可比性常常受到诟病。另一部分学者认为社会资本是维持阶

级固化的微观机制[9],甚至会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如周晔馨对不同收入阶层的研究倾向于证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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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是穷人的资本”的假说[7]。何金财利用基于回归的夏普利分解法,认为关系是扩大家

庭间收入差距的关键因素[10]。以上文献产生分歧的原因,一方面在于不同学者对社会资本核心

特征认识不同,存在概念错配的可能性[11],另一方面在于既有研究较少从认知性和结构性的维

度进行探究,忽视了社会资本内部的相互作用和区别。

作为以社会网络为载体的社会性资源,社会资本影响家庭收入差距的内在机制,主要表现为

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社会资本通过职业地位获得、收入回报率,影响家庭收入差距。社会资本有助于劳动

者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并影响其职业流动,这样的作用为不同的经验研究所证实[12],其作用机

制包括了进入职业的机会差异和职业内的收入差异[9]。一方面,社会资本实际上可以提供求职

的有效信息。人们通过与来自不同群体的人进行交流,不仅节省职业搜寻成本,而且能够增加获

得的信息量,起到一种机会的桥梁作用,促使其找到收入相对更高的工作[13];另一方面,社会资

本欠缺的家庭在职业内的议价能力也很有限,先赋性社会资本质量欠佳的家庭,获得社会支持的

概率也较小[9]。此外,社会资本本身也是影响信息甄别能力、传递个人能力信息的重要工具[14],

即使面对相同的信息或机会,社会资本欠缺的家庭也不能够做出最优化的选择。

其次,社会资本通过知识溢出、教育获得等人力资本的积累,影响家庭收入差距。一方面,结
构性社会资本在组织内部信息共享的过程中使高收入家庭拥有更好的社会资源,促使组织内部

相互学习,提高家庭的知识存量与技术含量,促进家庭人力资本的积累[15],使得家庭的收入水平

提升。另一方面,社会资本“网络资源”和“社会封闭”的属性影响了家庭的教育获得,这种教育获

得的差异又决定着家庭层次获得、社会流动甚至代际命运[16]。因此,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积累

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不同家庭背景的教育获得差异为家庭收入差距提供了具有解释力的

框架[17]。

最后,社会资本本身是维持和固化社会不平等的微观机制,其同质性原则造成了社会不平等

的自我复制[9]。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本质上是一种匹配行为,受到社会结构与社会文化的影响。
“人以群分”的交往习惯使高收入家庭占据更多的社会资本,这种交往模式对社会结构的形成与

维持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在社会资本同质性原则下,高收入家庭更倾向于选择与自己的收入水

平相当的交往对象,这可能会强化社会阶层的优势与劣势,并加剧社会阶层之间的分割程度。因

此,社会资本的同质性可能对不同收入阶层的家庭产生明显的“马太效应”,进而加剧家庭的收入

差距。
(二)政府治理与社会资本

传统经济学一直强调市场与政府的“二分模式”,但是美国学者奥斯特罗姆夫妇提出了“多中

心治理”理论,肯定了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社会力量参与治理的重要意义。国内的研究对社会与政

府之间关系的讨论相对较少,部分学者认为政府和社会的功能之间既相互补充,又相互替代[18]。

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类似,社会资本和正式制度都有协调行动、破解“集体行动困境”的功能,两
者也可能是相互补充,或相互替代的。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长期发展需要稳定的正式制度,而非

正式制度范畴的社会资本在政治领域提供政府运转所必需的协作[19],这些观点为本文研究提供

了逻辑起点。

经济学领域更多地强调社会资本与正式制度之间的替代关系。在正式制度尚不健全的发展

初期,社会关系网络主导着生产要素的运作,提供一种社会支持弥补正式制度的不足。在治理能

力不健全时期,学者们对社会资本的“制度完善效应”进行了较充分的研究[12]。随着政府治理的

不断深化与正式制度的逐步建立,更加成熟的正式制度会逐渐取代以关系网络为基础的社会资

本[20]。社会资本会遭受冲击和破坏,被某种“社会共识”所取代,基于“关系”与“人情”的“熟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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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向基于“制度”与“契约”的法治社会迈进,利于弱势群体的社会资本对家庭减贫及提高收入的

作用将被正式制度部分挤出,表现为正式制度替代和弱化社会资本的作用。经验证据同样也更

多地支持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互相替代关系,以及非正式制度范畴的社会资本与正式制度的替代

效应[21]。

社会学领域则更多地看到了社会资本对正式制度的补充,认为社会信任、社会网络等社会资

本并未如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被完全替代,而是嵌入到正式制度之中[22]。政府能够在这一过

程中借助其他主体的社会资本来实现正式制度无法实现的目标,节约正式制度的实施成本[23]。

作为人为的正式制度的基础,社会资本以嵌入性关系为核心,与政府治理契合,协同推进治理结

构的优化[24],其“制度完善效应”可能嵌入正式制度之中,随着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进一步增强,

并且促进制度的完善。但既有文献仅从理论上对社会资本和政府治理之间的相互制约和依存结

构进行了探讨,而经验证据和实证分析极为匮乏。
(三)政府治理与收入差距

影响收入差距的因素众多,其中政府作为宏观调控、调节再分配的职能部门,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行政体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学者们主要从财政体制、政府行政干预、地方政府竞争等

角度研究了政府对收入差距的作用。
(1)从财政体制的角度,财政体制的自主权有利于提升居民福利,但是随着社会精英地位提

升,财政支出会偏向精英人群,并且在纵向分配中偏向于被富裕村庄和高收入者获得[25]。财政

手段反而成为拉大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26]。因此,李实和朱梦冰进一步指出社会保障制度

和现行税制在调节收入分配中所发挥的作用仍然相当有限,收入再分配政策对缩小收入差距的

力度是微弱的[27]。
(2)从政府干预的角度,经济自由主义认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是拉开城乡收入差距

的因素。早在1975年,Comanor等就认为政府的行政垄断存在收入分配效应[28],政府进行资源

配置、干预微观经济活动都为寻租行为创造了可能,行政审批与市场准入等制度使得贪腐官员收

入剧增,又使得弱势群体失去获得合法收入的机会。
(3)从地方政府竞争的角度,政府官员有获得政治晋升激励的动机,围绕地方GDP展开地方

政府博弈,形成“政治锦标赛”。在这种地方政府竞争条件下,以经济增长为主导的政治考核机制

导致城乡收入差距增大,还妨害了资金、土地等要素的有效配置,依赖政策保护和资源垄断的“权
力分配”,扭曲了收入分配格局,进而扩大了收入差距[29]。

此外,诸多学者还从外商直接投资、官员任期与交流制度、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对收入差距

的变化进行解释,这些研究为本文深入研究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收入差距提供了理论参考,而
当前中国正逐步向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变,分配制度的改革不能只依靠政府抑富扶贫

的零散举措,这就要求政府治理能力比过去更加系统化和协同化。

综上所述,非正式制度的社会资本理论让我们有机会审视政府治理的价值取向和治理理念,

从社会机制的角度看待“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反思国家发展的战略和政策。

因此,将社会资本与政府治理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对解决收入分配领域的问题具有深远的意义。

三、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说

为了从理论上构建收入分配的异质性群体分析框架,本文基于社会福利函数,假设社会由高

收入与低收入家庭两类群体组成。根据古典效用主义福利函数,“加总”不同群体的效用从而表

示社会福利函数为:

U=ϑUα
A +(1-ϑ)Uα

B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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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Uα
A 为高收入家庭的总体效用,Uα

B 为低收入家庭的总体效用,假设两类群体消费者偏

好系数相同且为α(0<α<1),ϑ与1-ϑ分别是不同收入群体在社会福利中的重要性。进一步

定义不同收入群体的效用函数为:

UA(c,y)=δα
Ayα

A +φAcA (2)

UB(c,y)=δα
Byα

B +φBcB (3)

cA 和cB 表示不同群体的消费情况,φA 和φB 表示不同群体消费边际效用,yα
A 和yα

B 分别代

表两类不同家庭的收入,δα
A 和δα

B 代表其收入边际效用,即居民运用收入获取效用最大化的能

力。同时,收入边际效用受到人力、物质、社会资本等因素影响。本文考虑两方面异质性:社会资

本及对政府治理的反应。前者用社会资本SCA、SCB 代替,后者用政府治理水平幂函数Goverκ1
A、

Goverκ2
B 代替,此外将其他因素以TA、TB 代替,由此可以得到:

δA=TA·SCA·Goverκ1
A (4)

δB=TB·SCB·Goverκ2
B (5)

重写社会福利函数为:

U=ϑδα
Ayα

A +ϑφAcA+(1-ϑ)δα
Byα

B +(1-ϑ)φBcB (6)
假设社会总收入为y,在预算约束y 的条件下,使社会总体效用最大化,则有:

MaxU=ϑδα
Ayα

A +ϑφAcA+(1-ϑ)δα
Byα

B +(1-ϑ)φBcB

s.t.y=yA+yB (7)
构建拉格朗日函数:

L=ϑδα
Ayα

A +ϑφAcA+(1-ϑ)δα
Byα

B +(1-ϑ)φBcB +γ(y-yA -yB) (8)
对yA 、yB 及γ求一阶偏导,令其等于0,可得:

∂L
∂yA

=αϑδα
Ayα-1

A -γ=0 (9)

∂L
∂yB

=α(1-ϑ)δα
Byα-1

B -γ=0 (10)

∂L
∂yγ

=y-yA -yB =0 (11)

求解以上一阶条件,可得:

yA

yB
=
(1-ϑ)δA

ϑδB

æ

è
ç

ö

ø
÷

α
1-α

(12)

将式(4)和(5)代入(12),则有:

yA

yB
=
(1-ϑ)TA·SCA·Goverκ1

A

ϑTB·SCB·Goverκ2
B

æ

è
ç

ö

ø
÷

α
1-α

(13)

由式(13)可知,收入差距的变动将取决于不同群体的社会资本以及对政府治理不同的反应。
结合已有的文献以及社会福利函数分析框架,社会资本影响收入的作用已经被证实[7],但是,对
于不同的收入群体,社会资本是否发挥不同作用,进而影响收入差距? 认知性和结构性两种不同

维度的社会资本是否有同样的作用? 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讨,这里我们首先提出假说1。
假说1:认知性和结构性社会资本对收入差距有显著负向影响。
此外,社会资本和政府治理的关系体现了社会结构功能的分殊程度,有序高效地推进治理现

代化必须构建强大的社会支持系统。但理论上,经济学与社会学在社会资本与正式制度之间究

竟是替代作用还是互补作用这一点上产生了一定的分歧,不同维度的社会资本面临治理能力水

平提升这种影响的反应有所不同,尤其是以组织成员身份为核心的结构性社会资本和对打破不同

收入阶层“锁定状态”具有重要作用的认知性社会资本。因此,我们提出假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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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2:随着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认知性和结构性社会资本的作用将会增强。

四、实证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该微观调查覆盖全国25个省市,覆盖

了中国95%的人口①,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和内容最全面的社会跟踪调查项目,具有全国代表

性。最新的调查数据是CFPS2018,但部分指标和变量无法计算,故采用CFPS2016年的数据。
为避免极端值、缺失值等对结果可能带来的干扰,本文依据以下步骤对样本进行处理:(1)匹

配成人问卷和家庭问卷,对“不知道”“不适用”的样本作缺失值处理;(2)剔除年龄大于55岁的女

性样本、年龄大于60岁的男性样本;(3)对涉及的连续变量进行1%的缩尾处理。经过上述处理,
最终得到8596户家庭样本。

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但从上世纪80年代已经开始了治理能力的建

设,本文度量政府治理以及城镇化率,选取当年25省市宏观数据,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
国劳动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此外,市场化指数来自樊纲等人编撰的《中
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

(二)计量模型设定

对于收入差距问题,已有文献主要采用分位数回归对不同收入水平的群体进行研究[3],而正

如周晔馨指出,分位数回归仅仅是将社会资本在不同收入人群中做了比较,而没有直接计算社会

资本对于收入差距指标的影响[7]。因此,不能精确地反映出各变量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
本文采用Firpo等人提出的再中心化影响函数(RIF)回归方法,相较于传统OLS,该方法可

以反映出自变量对因变量多种统计分布(如基尼系数、方差等)的边际影响,同时可以有效地避免

内生性问题[30],其计算公式为:

vgini(FY)=1-2υ-1R(FY) (14)

其中,FY 为收入分布,vgini是收入分布FY 所对应的基尼系数,υ是总体收入的期望。并且满足:

R(FY)=∫
1

0
GL(p:FY)dp (15)

GL(p;FY)=∫
F-1(p)

-∞
zdFY(z) (16)

其中,GL 是广义洛伦兹曲线,R 为广义洛伦兹曲线在[0,1]上的积分,p 为收入分布,FY 对

应不高于收入水平的累积人口比例,且满足p=FY(y)。因此定义基尼系数的影响函数如下:

IF(y:vgini)=A2(FY)+B2(FY)y+C2(y:FY) (17)
满足:

A2(FY)=2/υ-1R(FY) (18)

B2(FY)=2/υ-2R(FY) (19)

C2(y:FY)=-2/υ-1 y(1-p(y)( )[ ]+GL p(y);FY( ) (20)

其中,IF 是基尼系数vgini对应的影响函数,A2、B2、C2 是由广义洛伦兹曲线构造出的函数形

式,由此,可以得到基尼系数的再中心化影响函数为:

RIF(y:vgini)=1+B2(FY)y+C2(y:FY) (21)
因此,构建收入差距的基准模型如下:

Gini(income)=β0+β1SC+ηCV+ε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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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因变量Gini(income)表示家庭纯收入对数的基尼系数,核心自变量是社会资本SC。

CV 是控制变量,包括了户主、家庭、村庄等特征,ε表示随机误差项,β1、η是待检验的关键参数。

在式(13)的基础上,遵循Yip等文献的做法[5],将社会资本划分为认知性社会资本(CSC)和
结构性社会资本(SSC),同时为了验证本文的研究假说2,即随着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认知性

和结构性社会资本的作用将逐渐增强,进一步引入政府治理变量Gover以及社会资本与政府治

理的交互项SC·Gover,从而得到:

Gini(income)=β0+β1Gover+β2CSC+β3SSC+β4SSC·Gover+

β5CSC·Gover+ηCV+ε0 (23)

如果本文的研究假说1成立,即认知性和结构性社会资本对收入差距有负向影响,预期不含

交互项时β2、β3 将显著为负。同时,可以通过β4、β5 判断研究假说2是否成立。
(三)主要变量测度及描述性统计

(1)收入差距:“收入分配”是本文关心的核心问题,大部分研究衡量收入分配的指标主要有

泰尔、阿特金森指数等,但应用较为广泛的是以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因此本文采用基尼系数,反
映家庭收入差距状况。

(2)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遵循认知性和结构性社

会资本两个维度寻找替代变量。礼顺人情是中国维护社会网络和人际交往的重要途径,借鉴周

广肃等文献的做法[31],使用“人情礼金支出”作为认知性社会资本的替代变量,并根据家庭中是

否有团员、党员、工会成员、个体劳动者协会成员定义了“组织成员”这一虚拟变量,来反映家庭结

构性社会资本。
(3)政府治理:对治理能力的测度,本文沿袭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数”衡量政府治理的指标

体系(话语权和责任、政治稳定性、政府效率、监管质量、法治和腐败控制),结合赵云辉等学者的

研究[32]以及数据的可得性,从政府绩效、监管质量、腐败抑制、法制水平四个方面对治理能力予

以测度。具体而言,政府绩效采用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就业人数占年末总人口比重;

监管质量采用交通事故伤亡人数占交通事故发生数比重;腐败抑制采用贪污、贿赂、渎职立案数

与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就业人数的比重;法制水平采用各省律师人数与年末总人口数

的比重。

同时,借鉴张爽等的做法将每个省的政府治理水平作为家庭所面临的政府治理水平[21]①。

为了全面地反映各个地区政府治理水平,本文采用变异系数法,构建政府治理综合指数Gover,

其公式为:

Gover=∑
n

i=1
wiGoveri (24)

其中,wi代表变异系数法计算的权重;Goveri是经过归一化处理后政府治理的各个代理变

量;Gover是政府治理综合指数,为负向指标。经计算各个指标权重如表1。
表1 衡量政府治理水平指标权重

变量 监管质量 政府规模 法治水平 腐败控制

权重 0.210 0.178 0.495 0.117

  (4)控制变量:为排除其他因素造成有偏估计,根据以往的研究,本文在模型中加入户主特

征、村庄特征、地区特征作为控制变量。为避免多重共线性的影响,本文对交互项进行了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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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处理。此外,对家庭纯收入、人情礼支出、土地资产、房产进行对数处理。表2汇总了变量具体

设置描述性统计。家庭纯收入对数的均值为10.760,不同家庭之间存在明显的收入差异,其最小

值为7.601,而最大值达到12.950。各地区的政府治理水平(Gover)同样存在显著差异,政府治理

水平最低的为0.050,而最高的治理水平达到了0.830。
表2 变量设置和度量方法

分类 符号 定义或度量方法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家庭收入

政府治理

社会资本

交互项

户主特征

家庭特征

村庄特征

地区特征

Lnincome 家庭纯收入 10.760 0.913 7.601 12.950
Gover 政府治理 0.221 0.124 0.050 0.830
CSC 当年人情礼金支出 7.384 2.221 0 10.310
SSC 家庭有组织成员=1 0.585 0.493 0 1

CSC×Gover 认知社会资本交互项 0.013 0.295 -4.325 1.974
SSC×Gover 结构社会资本交互项 0.003 0.060 -0.351 0.260

Age 年龄 44.340 10.710 17 65
Edu 受教育年限 7.094 4.509 0 19
Gen 男=1,女=0 0.419 0.493 0 1
Wor 有工作=1 0.749 0.434 0 1
Hea 健康评分 3.081 1.212 1 5
Lan 土地资产 4.540 4.379 0 11.250
Hom 房产价值 9.332 3.920 0 14.420
Eve 有重大事件=1,无=0 0.163 0.369 0 1
Wat 通自来水=1,不通=0 0.732 0.443 0 1
Urb 城镇=1,乡村=0 0.497 0.500 0 1
Mar 市场化指数 6.763 1.798 3 9.950
Urb 城镇化率 57.520 11.560 44.150 87.900
Cen 位于中部时=1,否则=0 0.208 0.406 0 1
Wes 位于西部时=1,否则=0 0.205 0.404 0 1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

本文利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方法(RIF),实证检验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社会资

本对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且逐步引入核心自变量观察政府治理和社会资本对家庭收入差距

稳健性的影响。此外,所有回归均进行200次Bootstrap(自举法)重复抽样。表3为以人均家庭

纯收入对数分布的基尼系数作为收入差距衡量指标的实证检验结果。

具体来说,模型(1)到(5)的结果显示,政府治理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即政府治理对

缓解家庭收入差距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实证的角度证实了站在新的历史时期,政府治理中顶层

制度设计和选择的合理性、必要性。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国家势必对行政、决策等制度进行

突破性的变革,形成规范社会权力运行和维护公共秩序的制度和程序,同时推动收入分配领域的

深刻变革,进一步发挥市场、政府、社会的作用。这些都有助于处理收入分配领域中的一些矛盾,

让改革的发展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同样的,模型(2)到(5)的结果表明,认知性社会资本缓解了家庭收入差距。在中国,“人情往

来”的认知性社会资本缓解收入差距的作用是可以被感知的事实,亲友间帮衬接济行为十分普

遍。认知性社会资本虽然作用显著,但其作用系数较小。为了职业地位获得、人力资本积累等需

要,低收入家庭更需要进行社会资本投资,更多的支出人情礼金,从而弱化了认知性社会资本缓

解家庭收入差距的作用。

模型(3)到(5)的结果表明,结构性社会资本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同样缓解了家庭收入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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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一方面,随着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正式制度不断健全,遏制了社会关系与权力结合而形成

裙带关系,进一步地避免了寻租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结构性社会资本在建立组织内部信息共

享的过程中产生信息、溢出知识,通过组织内部的网络、信任和规范,形成了利于低收入家庭的普

遍规则。总的来说,社会资本整体有利于缩小家庭收入差距,因此,本文的假说1得到佐证。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自变量
(1) (2) (3) (4) (5)

rifgini rifgini rifgini rifgini rifgini

Gover
0.0286***

(4.8285)
0.0310***

(5.6851)
0.0324***

(5.7348)
0.0456***

(6.4492)
0.0477***

(6.8200)

CSC
-0.0022***

(-8.9069)
-0.0021***

(-7.7260)
-0.0023***

(-9.1005)
-0.0023***

(-10.3268)

SSC
-0.0051***

(-6.5217)
-0.0052***

(-5.2977)
-0.0052***

(-6.0777)

CSC×Gover
-0.0150***

(-4.9678)
-0.0147***

(-5.0662)

SSC×Gover
-0.0238**

(-2.4704)

Edu
-0.0006***

(-5.2275)
-0.0005***

(-4.3539)
-0.0004***

(-3.2515)
-0.0004***

(-3.3758)
-0.0004***

(-3.1607)

Lan
-0.0003***

(-2.9512)
-0.0003**

(-2.4555)
-0.0003**

(-2.5687)
-0.0003**

(-2.1038)
-0.0003**

(-2.1874)

Hom
0.0001
(1.1636)

0.0003***

(2.5989)
0.0004***

(3.3735)
0.0004***

(3.0761)
0.0004***

(2.8288)

Age
0.0002***

(5.1028)
0.0003***

(5.4895)
0.0003***

(5.8065)
0.0003***

(5.7529)
0.0003***

(5.5593)

Eve
-0.0023**

(-2.1174)
-0.0017
(-1.5286)

-0.0013
(-1.1441)

-0.0011
(-0.9480)

-0.0011
(-0.9853)

Gen
0.0022**

(2.3355)
0.0020**

(2.0423)
0.0020**

(2.1934)
0.0017*

(1.7979)
0.0017*

(1.6544)

Wor
-0.0027**

(-2.3177)
-0.0025**

(-2.2052)
-0.0021**

(-2.1717)
-0.0020*

(-1.7163)
-0.0020*

(-1.6827)

Hea
0.0010**

(2.3884)
0.0010**

(2.3547)
0.0010**

(2.4689)
0.0010**

(2.1584)
0.0009**

(2.5573)

Wat
-0.0049***

(-4.6262)
-0.0049***

(-4.5104)
-0.0049***

(-4.3229)
-0.0050***

(-4.3040)
-0.0049***

(-4.1894)

Urb
-0.0017
(-1.4843)

-0.0016
(-1.5135)

-0.0016
(-1.5690)

-0.0010
(-0.9956)

-0.0010
(-0.9657)

Mar
0.0001
(0.2157)

4.82e-05
(0.0958)

0.0001
(0.2153)

0.0004
(0.6500)

0.0004
(0.6970)

Urb
0.0004***

(5.6682)
0.0004***

(6.2742)
0.0004***

(5.4580)
0.0004***

(5.9207)
0.0004***

(5.8608)

Cen
0.0009
(0.7343)

0.0018
(1.4042)

0.0020
(1.5350)

0.0017
(1.3718)

0.0016
(1.3760)

Wes
0.0060***

(3.5107)
0.0063***

(3.5132)
0.0068***

(3.6205)
0.0067***

(3.8741)
0.0065***

(3.8555)

Con
0.0144***

(2.7851)
0.0249***

(4.4367)
0.0248***

(4.4459)
0.0218***

(3.8542)
0.0215***

(3.8017)

Obs 8,596 8,596 8,596 8,596 8,596
R2 0.026 0.039 0.042 0.052 0.053

  注:(1)***、**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2)括号中为t统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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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控制变量中,受教育水平均显著为负,说明通过加大教育投资可以有效地缓解家庭收入差

距。土地和房产显著为负,表明家庭资产在中国起到非正式保险的作用,从而阻碍家庭收入差距

的扩大。在户主特征中,工作显著缩小家庭收入差距,而户主年龄、性别和健康水平扩大家庭收

入差距。此外,通自来水的村庄都有利于收窄家庭收入差距,位于城镇化、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

区和西部地区的家庭收入差距较大。(二)调节作用分析

为了进一步验证假说2,在模型(4)和(5)中引入了政府治理与社会资本的交互项,从系数大

小来看,在引入了社会资本及其交互项后,政府治理与社会资本更有效地缓解了家庭收入差距。

认知性和结构性社会资本与政府治理交互项均显著为负,以认知性社会资本为例,其对收入差距

的边际效应可以写为

F=
∂Gini
∂CSC=Gini(income)=β1+β4Gover (25)

而该边际效应F 会受到Gover的影响(除非β4=0),其效果表示为

∂F
∂Gover=β4 (26)

由表5可知β4<0,说明认知性社会资本对收入差距的作用会随着Gover值的增加而降低。

而政府治理Gover为负向指标。因此,认知性社会资本对收入差距的作用会随政府治理水平提

高而提高。

随着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秩序受到正式制度良性约束和非正式制度的规范,社会资本

通过高收入家庭的“回报欠缺”对低收入家庭产生更大的收入提升作用,缓解收入差距的“制度完

善效应”进一步增强,非正式制度范畴的认知性社会资本更好地补充了正式制度,起到内部治理

机制高效运作的润滑剂作用,从而改善了家庭收入差距。

同样的,结构性社会资本的作用随政府治理水平提高而提高,进一步缓解了家庭收入差距,

一方面,通过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形成更加完善的“理性化”制度约束,将公共权力关进制度的笼

子,与私人权力相分离。另一方面,嵌入在组织中的社会资本进一步促进社会组织的良性发展,

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社会”力量,缓解收入分配的矛盾。但其交互项仅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

表明嵌入在组织中的结构性社会资本仍可能在资源配置中占据优势,其本身排斥“圈外人”的特

点一般与“小圈子”文化、寻租行为相联系,可能使得低收入家庭结构性社会资本的“资本欠缺”,

从而对缓解收入差距造成一定的“缓冲”作用。

由此,我们可以支持假说2:随着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认知性和结构性社会资本的作用将

会增强,并且这种作用有利于缓解家庭收入差距。这不同于社会资本的作用会随市场化进程而

减弱的研究结论[21]。

(三)对家庭不同来源收入差距的影响

上文从整体视角考查了不同维度社会资本对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然而,对家庭结构收入差

距还没有准确的评价。按照来源,家庭收入可以划分为工资性、经营性、转移性、财产性收入和其

他收入。鉴于此,本文基于家庭收入结构的视角,分析社会资本与家庭结构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

表4中,从模型(6)到(10)可以看出政府治理对不同来源的收入差距的影响有所不同。具体

而言,政府治理显著缩小了家庭经营性、工资性收入差距,印证了基准回归中政府治理对家庭收

入差距的积极作用。但政府治理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扩大了转移性收入差距,这表明政府治

理没能起到降低转移性收入差距的作用[26],在收入再分配的过程中存在“逆向转移”。治理能力

现代化意在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但在转移性收入差距上出现了“使命漂移”。为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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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利益,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常常出现“精英俘获”的现象[33],因此,要确保人民共享改革发

展成果,必须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政府治理对财产性收入、其他收入差距影响不显著的原因可

能在于现阶段中国仍未开征财产税,并且其他收入主要是私营性经济支持或赠与,是出于文化传

统的自发性行为,两者均难以通过政府进行再分配调节。

总体来看,政府治理主要通过影响经营性、工资性收入差距,从而对家庭收入差距有着积极

作用,但在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仍需兼顾“公平”和“效率”,完善因城乡二元结构、双轨制等

因素形成的歧视性再分配制度。而社会资本正是完善再分配制度的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基础上

的“社会机制”,遵循着“公平”和“效率”的之外的“合作互惠”原则。
表4 社会资本对家庭结构收入差距的影响

自变量
(6) (7) (8) (9) (10)

经营性收入差距 转移性收入差距 工资性收入差距 财产性收入差距 其他收入差距

Gov 0.2276***

(4.8717)
-0.0791*

(-1.6895)
0.1241**

(2.3294)
0.01280
(0.3916)

0.02270
(0.7063)

CSC -0.0035**

(-2.0207)
-0.0078***

(-3.9543)
-0.0103***

(-5.1857)
-0.0073***

(-5.9876)
0.0034**

(2.3538)

SSC
-0.00296
(-0.3894)

-0.0322***

(-3.8840)
-0.1009***

(-11.3285)
-0.0108
(-1.5304)

0.0093
(1.325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Con 0.6203***

(12.5140)
1.1204***

(21.2050)
0.1990***

(3.9034)
1.2451***

(28.3663)
0.8972***

(22.0532)

Obs 8,596 8,596 8,596 8,596 8,596

R2 0.402 0.204 0.063 0.063 0.013

  认知性社会资本对不同来源的收入差距大都具有缓解作用,与上文从整体视角分析的结论

一致,而扩大家庭其他收入差距的原因也在于中国礼尚往来的传统文化,高收入家庭获得更多的

人情礼金收入,一定程度上会扩大家庭收入差距。结构性社会资本对转移性、工资性收入差距则

具有缓解作用,对经营性、财产性和其他收入差距作用不显著。由于政府补助、工资增长等在收

入分配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社会资本在就业市场、劳动力获取中的重要作用,结构性社会资

本主要通过收窄工资性、转移性收入差距从而缓解整体家庭收入差距,而经营性、财产性收入不

同于工资性和转移性收入,主要受到市场环境的影响。

六、稳健性检验

(一)分位数回归

为了进一步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采用无条件分位数回归(UQR)以及分位数回归(QR)

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进行估计,其因变量为人均家庭纯收入的对数。如表5,在10%~50%分

位上,政府治理显著为负,表明政府治理能够显著地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而在75%~90%分

位上,政府治理显著为正,表明其能够降低高收入家庭的收入。随着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政府治

理“抑强扶弱”,有助于缓解家庭收入差距,证实了上文基准回归中的实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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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分位数回归结果

自变量
(11) (12) (13) (14) (15)

10分位 25分位 50分位 75分位 90分位

UQR

Gover
-1.9612***

(-5.2014)
-0.4840***

(-4.6789)
-0.2440***

(-2.5790)
0.4047***

(3.9215)
0.8027***

(4.8128)

CSC
0.1611***

(11.7057)
0.0582***

(14.5222)
0.0557***

(15.4227)
0.0512***

(11.3151)
0.0622***

(8.2398)

SSC
0.3644***

(7.4396)
0.1554***

(9.4447)
0.1554***

(9.4433)
0.1545***

(7.4310)
0.1618***

(4.8969)

QR

Gover
-1.1702***

(-5.3535)
-0.9310***

(-3.7566)
-0.5870***

(-2.9785)
0.0459
(0.3443)

0.0366
(0.2167)

CSC
0.1520***

(15.2044)
0.1110***

(11.9299)
0.0802***

(12.4904)
0.0646***

(11.8827)
0.0558***

(8.7269)

SSC
0.2768***

(7.4903)
0.2320***

(9.4650)
0.2028***

(9.6372)
0.1724***

(8.7517)
0.1484***

(5.0896)

  无论是UQR还是QR,随着分位数的增加,认知性和结构性社会资本的估计系数大幅下降,

表明社会资本对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提高效果更为显著,印证了基准回归中认知性和结构性社会

资本均有利于缓解家庭收入差距的研究结论。

究其根源,低收入家庭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存量往往低于高收入家庭,而认知性和结构性

社会资本可以通过获取工作信息、减少机会主义行为等途径来提高家庭收入,并且嵌入在等级结

构中,在低收入家庭的边际效果更为显著。因此,无论是认知性还是结构性的社会资本,都表现

为“穷人的资本”。

(二)以方差衡量不平等程度

在不平等问题的研究中,方差同样是被广泛使用的不平等指标之一。因此,我们采用方差重

新检验社会资本和政府治理对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以增强实证结果的稳健程度,其结果见表

6。总体来看,估计结果与基准回归的结果保持一致,结论较为稳健。
表6 以方差衡量不平等程度的稳健性检验

自变量
(16) (17) (18) (19) (20)

rifvar rifvar rifvar rifvar rifvar

Gover
0.9515***

(4.5052)
1.0242***

(4.7691)
1.0631***

(5.2244)
1.5275***

(5.7412)
1.5918***

(6.1046)

CSC
-0.0662***

(-7.1161)
-0.0648***

(-6.7261)
-0.0715***

(-7.2158)
-0.0716***

(-7.234)

SSC
-0.1439***

(-4.2253)
-0.147***

(-4.4006)
-0.1465***

(-4.6451)

CSC×Gover
-0.5283***

(-4.6694)
-0.5202***

(-4.7617)

SSC×Gover
-0.7282**

(-2.1989)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Con
-0.3870**

(-1.9878)
-0.0721
(-0.3613)

-0.0726
(-0.3528)

-0.1796
(-0.8985)

-0.1896
(-1.0005)

Obs 8,596 8,596 8,596 8,596 8,596
R2 0.020 0.030 0.032 0.042 0.043

七、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微观调查数据为基础,将政府治理纳入社会资本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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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差距的分析框架,同时区分认知性和结构性两个维度的社会资本,考查了政府治理现代化进程

中社会资本对家庭收入差距的作用和变化,实证结果表明:(1)社会资本缓解了家庭收入差距,实
现合作效果的认知性社会资本和产生互利期望的结构性社会资本均表现为“穷人的资本”,对收

入分配产生了积极影响;(2)随着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认知性和结构性社会资本嵌入正式制度

之中,缓解家庭收入差距的作用进一步增强;(3)认知性社会资本通过缓解工资性、经营性、转移

性、财产性收入差距缩小家庭收入差距,结构性社会资本则主要通过收窄工资性、转移性收入差

距从而缓解家庭收入差距;(4)政府治理通过缩小经营性收入差距和工资性收入差距缓解了家庭

收入差距,但扩大了家庭间的转移性收入差距,出现了“使命漂移”的现象。
基于本文以上研究结论,结合我国社会资本与政府治理实际状况,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由于认知性和结构性社会资本能够显著地缩小家庭收入差距,因此,地方政府要积极

地培育社会资本,增加社会支持的来源,大力发展丰富多样的社区组织,使之成为激发基层社会

治理活力的结构因子;采取多种措施为居民提供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的机会,提高居民的参与、组
织和活动的能力,推动社会从原子化的“陌生人社会”向融洽和睦的“熟人社会”转变。

第二,由于社会资本缓解家庭收入差距的作用嵌入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中进一步增强,因
此,要继续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提高收入公平程度和

机会均等水平,实现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

基层社会治理基础”的治理体系转型要求。地方政府应该着重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社会资本构建

情况,加快低收入群体的社会融合,增强地方归属感和本地居民的信任感。
第三,从整体上看,政府治理是缓解家庭收入差距的积极动力,尤其在缩小家庭的经营性和

工资性收入差距上。因此,要进一步推动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强正式制度的供

给,进一步发挥市场在初次分配中的要素配置功能,进一步规范并完善政府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

的调节机制,同时激发社会组织的作用。
第四,由于政府治理扩大了家庭间的转移性收入差距,因此,要坚持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取向,

完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和官员奖惩机制,进一步形成规范地方政府行为的政策法规,形成合理有

序的分配格局,处理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精英俘获”,在政府治理过程中的“使命漂移”,确保收

入分配的“援助”之手“脱虚向实”“精准落地”。
第五,由于信息获取、工作搜寻、教育获得是社会资本影响收入差距的重要渠道,因此,政府

应积极促进信息公开,降低信息不对称,充分发挥信息在经济活动中的服务功能,提高各项工作

的透明度。同时,深化劳动就业市场的改革,消除某些高收入行业存在的垄断壁垒以及阻碍劳动力

自由流动的体制,保障劳动者通过努力奋斗而实现个人价值,为劳动者提供更加公平的就业环境。
当然,本文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着眼于认知性、结构性社会资本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但并未讨论个人、社区等不同层面的社会资本。二是微观数据库难以“完美”地解决内生性问题,
尽管通过虚拟变量、再中心化影响函数等方式尽可能避免内生性,但并未找到合适的社会资本工

具变量。三是本文使用截面数据,今后可通过面板数据进行动态的拓展,进一步探讨治理能力现

代化进程中社会资本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机制和路径。这些不足都有待我们做更为详细的后续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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